陈铭枢上毛泽东书》读后 

作者：章立凡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整风问题，最后提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并说：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一石掀起千重浪，毛泽东的这个公开表态，在党内外引起了震动。人们纷纷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不想当主席了？中共党内反映谨慎，而在党外人士中，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党外人士的两封上书

领会领袖心态比较到位的党外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老在信中说：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变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予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者，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四天之后，毛泽东对此信加了批注，重申不连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提出“可以考虑修改宪法”，并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说：“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行。”并要求将此信及批注印发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半个月之后才听到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内容传达的民革中常委陈铭枢，却在五月十八日上书毛泽东，对他的不连任动议表示热情支持：

	昨在民革中央听到传达您四月三十日讲话中有将于明年大选时辞去主席职务一节，初觉突然，旋思以乃至美至喜之事。非目光烁射俯察寰区，照见未来者，决不足以有此。……

目前党中央领导核心空前团结，政权在握，内外翕和，党内济济多士，全国亦不乏上驷之才，革命大业，来日方长。您乘时引退，率天下以谦让，矫末俗之竞奔，开贤路以待后起，留有余以补不足。此天下之至公，大智、大勇、大仁之所为也。华盛顿以开国元首，当国八年即行引退，卒奠定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历史家犹乐道之。您所建造的伟绩，以及此项出乎此类、拔乎其萃的智举，所含意义之深且广，华盛顿瞠乎其后矣。

自大革命失败以还，您首创农村根据地，中经十年内战。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卒以旋乾转坤，翻开历史新页。以往数十年，您无一事不首当要冲，无一日不躬上斗争前线，亦无一日不与民休戚，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亦尽知之矣！解放后，国家草创之初，万端待理，您殚精竭虑，有加无已。其后国家规模日具，体制日备，您以党的最高领袖，而兼国家元首，礼仪接待之际，不免受形式的约束。且一日万机，纵使巧手安排，亦难有从容宽裕的暇日。正由于此，自不免于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事理乃尔，虽固无损君子之大德，而施济的宏效，与瞻瞩的境界，盖尚有足以提高者在。苟于此时，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以在野之身督察国家大事，深入工农群众，体察民间疾苦，并与知识分子促膝谈心，且利用这暇豫心绪，增加深潜宽博的修养，更加强健身心，这不只有益于默察时宜，洞悉民隐，从旁补漏救弊，且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由于宁静致远，眼界开拓，对国际局势的演变亦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使社会主义阵营与人类和平事业愈加巩固发展，此固非常之功，非常人之举也。




陈铭枢除了举华盛顿为例，还谈到德国的俾斯麦和日本的伊藤博文功成身退的故事，且复述了俾斯麦向威廉一世提出辞职的理由：

	在位日久，将易主观臆断，耳目失聪。一己为珍惜声名，事有未放手，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肖．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新锐，新鉶初试，必能割此痈疽，一扫颓习，己则从旁监督，旨锐力于将来，更为有利。




毛泽东对此信没有表态。两周后发动的“反右”运动中，陈铭枢因这封私人信件而受到严厉批判，最终戴上了“右派”帽子。


二、毛泽东的“主席情结”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动议；一九五九年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接受了他的提议，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七Ｏ年他坚决反对设立国家主席，最终导致“接班人”林彪的垮台。

一系列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国家主席一职没有什么好感，自己不想当也不喜欢别人当。但毛泽东的这一情结，其所由来者渐矣，须追溯到中共“八大”前他与刘、周的分歧。

毛泽东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就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礼仪性的职务，主要是出席国家重大活动、颁发政令和任免事项、接见国宾，令习惯于山中自在的毛泽东渐渐不胜其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辉煌开国的荣耀渐渐淡化之后，毛感到他“熟习的东西”正在闲下来，而以往所不熟习的经济工作，却有些插不上手，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指挥自如。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过渡时期”的建设方针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发生过分歧。薄一波曾经谈到：“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主席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九五三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少奇同志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 

毛批评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在新税制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以组织上的分散主义错误为由，于一九五三年三月提议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

同年五月，他又针对刘少奇等重申自己的权威：“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上述这些分歧，后来诱发了企图推倒刘、周的“高饶事件”。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又急于探索一条比苏联更高速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诗人气质的领袖喜欢浪漫的飞跃，而务实的领导层则主张符合经济规律和国力。分歧在一九五六年几乎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发动了对邓子恢的批判，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掀起了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的全面冒进。周恩来不断地抵制冒进的形势，要求“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周恩来、陈云在主持敲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方案时，将冒进时提出的过高指标全部降了下来，毛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被搁置。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发表前刘少奇曾将这篇社论稿批交毛泽东审阅，毛批“不看了”三字表示抵制。事后他抱怨说：“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两年后清算“反冒进”时，他更指责这篇社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象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的躁进方针与政治局的稳进战略发生了矛盾，他明显感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无法在上层推行，需要重新树立权威。一九五七年五月的“整风”，就是重树权威的战略部署，笔者在《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一文中已作过分析。

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在九月十日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上，谈到自己在历次党代会上当选和落选的情况：“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指第二、四次党代会落选中委，第六次党代会未入政治局）；还谈及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九月十三日他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政治报告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此时正值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当口，“老大哥”苏共也历来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重申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新党章将原有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除了（据说是根据毛本人的提议），并真的接过毛的指示，在第三十七条第五款为他预设了一个职位：“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继续作出后退姿态，提出“两个主席都辞掉”，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想当了。中共八大，他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他还说：“我本想辞掉主席的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这次党章草案中有一条，必要时可以设名誉主席。我这是准备后事。现在同志们都不赞成我下台，我说，拖几年也可以。所以，设了四个副主席。现在还是逃不脱。我的方针是两个主席都辞掉。” 

毛泽东在“八大”仍当选连任党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自称“跑龙套”的他再度放风：“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四月十日，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再度变调：“我辞去国家主席之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此后就不再提辞党主席了。

这些都是他四月三十日正式提出不连任国家主席的前奏。待到五月一日黄炎培、陈叔通两位党外大老上书挽留之后，毛泽东才在该信的批语中说出了最关键的话：“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虽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 

毛泽东在两年后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但终其一生，皆连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再也没有辞职的举动。“八大”与“九大”居然间隔了十三年，接班人问题成了他后半生最大的心病。

从“八大”前夕提出不当党主席，一变为“两个主席都辞掉”，再变为让出国家主席而留任党主席，直到十年后发动“文革”打倒国家主席并废除这个职务，虽然事态的发展有历史背景上的阶段性，心路历程却历历在目。

毛泽东很清楚——“党是领导一切的”。

“以退为进”是政治家的大谋略，但伟大领袖当时的战略意图，熟读兵法的陈铭枢竟未参透。


三、陈铭枢对毛泽东的“规谏”

陈铭枢成名于北伐战争，在国民党中曾历任十一军军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领袖，一九三二年淞沪抗战的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皆其部下；一九三三年他参与策动“福建事变”，揭橥反蒋抗日。一九四九年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陈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儒将和诗人，又兼具佛学家的身份，别号真如居士，一生与熊十力、梁漱溟结下深厚佛缘。他在一九五Ｏ年曾三次上书与毛泽东论佛学，毛回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两人就佛学进行了探讨，谈话内容至今未详，但毛显然没有接受他那套“佛学治国论”。一九五二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曾当场为梁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他后半生官越做越小，在民革属于非主流派。

这次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重新激起了陈铭枢参政热情。他在5月8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学校的党委制后，对报刊摘要刊登他的发言表示不满；随后接受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建议，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发表在12日的《人民日报》上；十六日他又在座谈会上提出：“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

十八日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倒是既谈优点也谈缺点，还表达了对一部分民主人士政客作风的不满：

	……我素稔您乐于与非党人士接触，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从旁观察，所常接触者，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建国后，党为化敌为友，对来自旧中国的某些人士，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很少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以次拔擢，累累若若，阘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以至党内有不平之气，党外啧有烦言，尤其甚者，新社会风貌受其玷污，工农干部受其影响，青年学生蒙其毒害。此种世俗之见，虽由来已久，但以革命作幌子，包藏卑媚，相将成风，尤足殷虑。……

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树立世界高洁宏大的风范，对于百千万党与非党干部，亦能使之发扬蹈厉，知所警惕。特别对非党人士之享高位，尤斤斤于名位得失者，知有所懔，风行革化，拭目可待。




陈铭枢希望毛泽东能够对以往的行藏有所反思，提高个人修养，特提出四条“规谏”：

	由于您负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要求面晤，一磬所怀，确非易事。故趁此向您略尽规谏如下：

（一）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

（二）我感到您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

（三）您有时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

（四）由于您对于新的事物具有“至心皈命”的虔忱，这是共产党人最高品质，我是无限景佩的，而由此而产生的另一面极端——过分鄙夷旧的，但也值得商榷。如您致臧克家论诗内的函件中有“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之句。此虽是指您自己的诗词而言，但治旧体诗者，总以为是一种“刺隐”之笔，弦外之音，大伤他们的自尊心。这是一个不慎。就您的旧体诗而论，何尝不具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长呢？如开朗的胸襟，绝逸的旨趋，高亢的声调，简练的词汇，恢阔的风怀……等等，怎能因为是旧体而遽目为是谬种呢？说明了您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够尊重之处。……




读信至此，悟出陈获颁“右派”顶戴，端的是咎由自取。

信的前半部分已指出了毛泽东个人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难宁，察而难周”，政策措施上“畸轻畸重，失缓失急”；最后的四条“规谏”，又总结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文化的四大过失，领袖肯定不会闻过则喜。

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有一门谋略大法，叫做“揣摩学”。陈铭枢的国学修养，从上毛泽东书中可窥见一斑，惟独在这门学问上远逊于另外两位上书人。

黄炎培、陈叔通的“劝留”上书，其“连选不得过两任”的建言，从宪政建设的角度当然可取，但不写给毛泽东而直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显有讽劝二位的深意，令刘、周无法开口，为毛预留发挥空间；而陈铭枢竟以“暂息仔肩，以国事付刘、周诸领导人物”直接向毛进言，偏要弄假成真，更有支持“反冒进”之嫌，越发令人不受用。终毛一生，何尝真正以国事信托于人？

陈铭枢在一九三一年调停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之争”，直接促成了蒋介石的下野，二人间的嫌隙即由此而生。二十六年后他旧调重弹，以党外人士之身“促退”毛泽东，才是贾祸的关键所在。


四、历史令人扼腕

陈铭枢后来检讨说：“那时，我正在读资治通鉴，受它的影响也大，因此不自觉地视毛主席为汉文帝，而以自己的言行，自比于汲黯之戆。”

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曾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座谈会上不点名地公开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言辞虽然激烈，后来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五天之后陈铭枢以私人信件方式提出“规谏”，下场却截然相反。这两人观点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陈有“劝退”之语。公布个人来信以发动批判的手法，后来毛泽东还对彭德怀使用过。

再比较一下两封上书的作者结局：对不连任“期期以为未可”的黄炎培、陈叔通，曾在“反右”发动的前夕（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受到毛泽东的深夜召见，面授机宜，后来安贵尊荣到老死；“以乃至美至喜之事”的陈铭枢，则贬职赋闲（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而终。

毛泽东通过“反右”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后，第一件事就是乘胜在党内“反右倾”，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彻底清算，然后按照自己的旨意发达了“大跃进”。毛对于张、陈二人的批评也一直耿耿于怀，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同年的成都会议、汉口会议上，他也讲过类似的话。

毛在“反右”前的讲话中，曾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潜台词殆非检讨而是自负。这四个字简直就是“冒进”和“大跃进”的同义语，也是他对“好大喜功”的批评一触即跳的原因所在。

陈铭枢遭到重大打击后，晚年潜心修佛，行事低调，但仍不免私下臧否时政。如对“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他便讥评道：“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最不顺耳的当属“下诏引咎”四个字。这番话与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的“右派言论”一道被整理上报后，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在庐山会议上旧话重提：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 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 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十年到十五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陈铭枢在民革中央庆祝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四时逝世。距毛泽东祝愿他们这些人长寿的时间，仅隔六年，来不及观摩赶上英国后的盛世。

逝者的修佛友人之一熊十力先生，如是评价斯人：

	其一生言动，大概胡胡涂涂。遇事可能冲动，而实无多留恋。与人无少长贵贱，一律以自然待之。无城府、无分别。无道理的后生随意尔汝之，他亦无所觉。其来似有因，其去极自然。吾不能不伤感，而又不必伤感也……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翌年二月十七日，另一封上书的两位作者——同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陈叔通也相继逝世。

“真如居士”陈铭枢圆寂一年以后，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人庆幸佛法护佑陈逃过了这场人间浩劫。据说他的日记史料价值很高，惜迄今未见现身。

共和国的“上书史”中，有两位将帅最值得纪念，一位是共产党开国元帅彭德怀，另一位即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君子爱人以德”，着眼点各有不同，彭为民请命，陈则关注领袖的个人修养。如果毛泽东接受了这两位的诤谏，则后来的历史或将重写。

以陈铭枢的谔谔诤言，比照毛泽东晚年所犯的种种错误，可谓切中要害。他的上书中，还有一段讲民族精神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于世风日下的今日读之，更令人扼腕：

	……我国民族素有温柔敦厚的气质，广大人民守法服从，若出天性。加以重理性，讲公道，爱和平，知恩报德。治国者苟能重视民族精神，导之以正，示之以公，齐之以严肃，人民之归附。将如水之就下，莫之能御。今天，在狂风暴雨之后，继以丽日风光，则上行下效，如影随形，如响斯应，其收功之速且大，可断言者。故来日大战，不患人民之不乐于赴命，而患在剗于现在的水平，不发扬民族智慧和潜力的最高领域和最大的可能性。……




以国士诤臣自命，企望明主以师友待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殊不知他们心目中的明主，往往有叶公好龙之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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